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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同意杀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朱本欣 

 

    同意杀人是指受被害人的嘱托，或者得到被害人的承诺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具体包括受托杀人与得承

诺杀人。在现代各国刑法理论中，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一般被认为是犯罪阻却事由或者辩护事由。但这

是否意味着“同意杀人”行为因而也可以游离于刑法规制之外呢？从立法例来看，目前仅为数不多的几个

国家或地区刑法对“同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日本、韩国等。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刑法

中，对受托杀人与得承诺杀人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通常轻于一般故意杀人。如日本刑法对同意杀人（嘱

托、承诺）罪规定的刑事责任为“6个月以上7年以下惩役或者监禁”，而一般故意杀人罪最高则可至死

刑；在刑法没有对“同意杀人” 的刑事责任作出特别规定的国家或地区，如我国，一般认为“同意杀人”

在性质上与一般故意杀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点仅在于刑事责任存在轻重之别。 

    一、“同意杀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概括而言，各国或地区认为“同意杀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态度还是值得赞赏的。 

    “同意杀人”与一般故意杀人根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

同意。因此，从生命权本身出发探讨“同意杀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

法律上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也有权委托他人处分自己的生命，同意

杀人行为因而也就应当适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阻却犯罪的成立；反之，他也就无权

同意他人杀死自己，“同意杀人”行为理应承担刑事责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生命权人是否享有生命利

益支配权的问题。 

    我认为，生命利益支配权并不是生命权的具体权利内容。理由是： 

    首先，从支配权的含义来看，生命权不可能包含生命利益支配权。众所周知，支配权是一种无需他人

同意即可自主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正如德沃金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

做某事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

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承认生命权人享有生命利益支配权，合乎逻辑的

结论是：生命权人本人处分或允许他人处分自己的生命，都是其行使权利的行为，任何国家、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干涉，否则即为对其生命权的侵犯。这一结论从来没有，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成为现实。

这一方面是由于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公民生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国

家、社会总是会尽量采取其可以采取的手段来保护这一宝贵资源，而不会轻易的将它完全交由公民自由处

置。自杀在西方曾长期被作为重罪处理，便是国家权力对生命利益支配权予以否认的一种极端表现。当

然，在现代各国，出于刑法的谦抑和刑罚的功能之实现的考虑，自杀已不再被作为犯罪处理。但在社会一

般观念看来，它仍然是一种反社会的消极行为。对于这一行为，其他公民或者组织，可以，甚至在某些场

合必须予以干涉。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执行法第37条第1项规定，“意图自杀，非管束不能救护其生命者，

得管束之。”我国《公安部关于印发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通知》第29条将 “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

况需要公安部门紧急救助的” 列为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范围的第1项，也从侧面表明，干涉公民自由处

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仅不是违法行为，对于具有特殊职责的人来说，甚至是他们的一种职责。而不具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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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法定职责的人救助自杀者的行为，也往往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而不是对其干涉行为的非难。 

    其次，从法理上看，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并非法律权利。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给予现实存

在的行为以法律评价，具体说来有三种态度：合法、违法和适法。对于符合统治阶级利益、有利于统治秩

序的行为，评价为合法行为；对于严重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不利于统治秩序的行为，评价为违法行为，

并通过赋予行为人法律责任来加以规制；对于少数行为，出于政策的考虑，既不评价为合法行为，也不评

价为是违法行为，不纳入法律评价的范围。如婚姻法之于订婚行为。公民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从“私”

的层面看，它使得个体归于消灭，最宝贵的价值——生命被毁灭；从“公”的层面看，它既是社会意识领

域极端的反社会行为，同时又不可避免的造成社会小群体以致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样的一种行为，显然严

重不利于统治秩序，不应当也不可能被法律评价为合法行为。然而，考虑到刑事责任的效果和对人性的怜

悯，现代法律，包括刑法，只能无奈地将它作为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来处理。即将生命权人处分自己生命

的行为在法律上定性为一种事实支配行为，也就是适法行为，而非法律上行使权利的行为。 

    再次，从法律引导社会观念的角度来看，也不宜在法律上确定生命权人享有生命利益支配权。这样无

异于鼓励生命权人自由处分自己的生命，刺激自杀率的攀升。而这种状况显然是当局所不愿看到的。 

    综上所述，生命利益支配权并不是生命权内容的组成部分，因而即使是生命权人自身，也并不在法律

上享有该项权利。而从授权的成立来看，每个人有权，并且仅仅有权自由处置或者委托别人代为处置“自

己权利以内”的事项。刑事领域中被害人承诺作为犯罪阻却事由的适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此类似。“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被害人自身在法律上都不具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又何来同意他人杀死自己的权

利？因此，在法律的眼中，被害人对行为人非法故意剥夺其生命的允诺并不具有影响行为性质的意义。

“同意杀人”与非同意杀人在对他人生命权的侵犯这一行为本质上，也就没有根本的不同。这也是安乐死

所以不应被合法化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同意杀人”一般应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 

    “同意杀人”一般应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并不在于该杀人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因为被害人的

意志本身并非决定刑事责任之有无与轻重的因素，除非它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犯罪阻却事由。 

    在理想主义的刑法（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完全一致）中，一个刑法意义上行为刑事责任的有

无与轻重，取决于并且仅仅取决于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严重程度。而在侵害客体一定的情况下，行

为所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也反映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差异。从客观方

面考虑，同意杀人行为通常对社会的冲击较小；从主观方面来看，一般情况下，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毕竟得

到了被害人的同意，其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人对生命权的轻视程度与一般故意杀人行为也还是具有量的差

异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比一般故意杀人行为较轻。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该行为所配置的刑事责任

也理应低于一般故意杀人行为。从这点出发，各国或地区刑法所以将“同意杀人”作为减轻情节的故意杀

人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根源或许正在于此。理论与实务界一般认为安乐死这种“同意杀人”的行为属于

从轻情节的故意杀人，按照这个解释也是说得通的：其一，安乐死中行为人动机的良善反映出其对生命权

并非恣意轻视，人身危险性较小；其二，安乐死这种杀人行为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较小。 

    三、特殊情况下“同意杀人”未必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 

    一般而言，“同意杀人”与一般故意杀人相比较，对社会的冲击力较小，社会危害性较轻。根据罪刑

均衡的原则，行为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自然也就应当较轻。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同意杀人中也可能

存在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同意杀人行为。因此，这样的认识是完全值得倾听的：“对于受被害人嘱托而

杀人的，一般应当从宽处理。但是，也要注意行为的动机、被害人嘱托的原因、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情节，

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如此考虑，并非杞人忧天，现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有支持力的论据。震惊世界的德国“食人魔”

阿明•梅维斯故意杀害伯恩德•布兰迪斯一案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该案中，行为人阿明•梅维斯实施杀人行

为前，为寻找被杀而食之的被害人已与200余人联系，并几次杀人未遂或中止。在杀人行为中，其在被害人

死亡前将其生殖器炸作小吃，在被害人死亡后将其尸体肢解为数块分而食之，甚至将被害人的臂骨烤焦，

磨成粉，和进面粉里做成食品！在该案中，尽管杀人行为得到了被害人伯恩德•布兰迪斯的同意，但全案反

映出的手段之残忍和行为人对“人”之价值的极度蔑视，显示出行为人相当大的人身危险性，造成了对社

会秩序的强烈冲击，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德国法院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认识，并未采信阿明•梅维斯的律

师关于其行为该当德国刑法第216条规定的受嘱托杀人罪，依法应“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的主张，

于2004年初判处其自由刑8.5年。这应该说是特殊情况下“同意杀人”不承担较轻刑事责任的一个范例。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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